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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之同情"与 “抽象的继承’’ 
— — 从解释学角度看两种中国思想史观 

李长春 

【内容提要】陈寅恪认为思想史的写作应该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 

情”的基础之上；冯友兰则强调对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区分具体意义和抽象意 

义，进而完成 “抽象的继承”。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前者认为解释的有效性 

就是对作者意图的还原；后者则认为解释的有效性在于发掘文本本身的真理性 

内涵。前一种看法是中国解释传统中 “知人论世”说的现代形态，并与西方认 

识论的解释学有相近的旨趣 ；后一种看法则基于回应学术现代性的考虑，与西 

方本体论解释学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思想史现 解释学 有效性 

陈寅恪先生的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文献。历 

来为学者反复征引，或以之为评价冯著之线索，或以之为治思想史之矩劐，而对其中蕴 

涵的中国解释传统，以及它作为一种哲学史学科的规范性要求和方法性提示的经典表 

述，很少有人给予足够的检查和反省。冯友兰先生在五十年代提出 “抽象继承法”，表 

现出与陈寅恪极为不同的学术旨趣。本文试图从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解释学哲学提 

供的思考角度出发审视二者 ，并检讨其得失。 

中国最早关于古典文本的解释理论，大概可以上推到孔子和孟子。孟子讲的 “以意 

逆志”和 “知人论世”影响极为深远：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 <云汉》 

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孟子谓万章日：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 

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赵歧注日：“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 

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以意逆志”强调通过解释者自己的有明确趋向 (逆)的内 

心体验 (学者之心意也)去把握文本作者的本来意图 (诗人志所欲之事)。而这种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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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与否又完全取决于对原作者思想性格及生活环境的了解。虽然 “知人论世”在 

《孟子》书中具体语境下呈现出来的意旨 (其原意本来指向友尚古之贤人 )和后世对它 

的发挥 (作为古典文本的解释方法)大相径庭，但是毕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中国经典 

解释以及历史材料的解读的一个重要传统。 

清代章学诚在 《文史通义·文德》中讲到： 

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 

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曲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 

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于千古以后乎?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其道大 

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 

章学诚把知人论世与忠恕之道联系起来， 包含着两层深意：其一：无论是 “己所不 

欲，勿施与人”的恕道还是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解释方法，都预设了察己可以 

知人这样一个普遍前提。所以．两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其二：古代经典的解读，也应 

实践恕道。对古人的理解能否设身处地，不仅关系到解释的有效性，而且关系到解释者 

的品格修养，关系到 “文德”存废。在章学诚这里，“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不但规则 

化，而且道德化了。 

在现代学术中．“知人论世”说依然有其深刻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陈寅恪 

的思想史观。 

陈寅恪先生在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 ：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 

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 ，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 

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 El可依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之最小之一部，欲籍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 

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 

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 

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阔之论。否则，数千 

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 El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 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 

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 El所得见之古代材料 ，或散逸而仅存。或晦涩而难 

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连贯综合之搜集及系统条 

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问，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 

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 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谈其今 日 

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El自身之哲学史也。其所论愈有条理系 

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El之谈墨学者极矣。 

在这段文字里，陈寅恪至少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达 

成这样的目的必须具备的前提、必须经由的路径。陈寅恪认为：第一，哲学史研究首先 

在于了解 “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以及 “其持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在此基础 

之上，才可以 “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这是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第二，为了 

实现这样的目的。下笔之前必须做到对于古人 “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完全明了。 

同时。不能依自身 “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古人之意志。”否则，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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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国古代哲学不过只是著者自身之哲学，所著之哲学史，即著者自身之哲学史罢了。 

第三，具备了这样的前提，研究者还需要做到 “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 

界，”，由此方能理解古人立说之苦心所在，并对其进行中肯的界说与批评。 

如果我们把哲学史 (思想史)的研究看成一种解释活动——按照伽达默尔解释学哲 

学的观点，把它看作一个理解、解释、应用三位一体的活动。对陈先生的哲学史观念， 

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的解读：首先，哲学史作为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活动，它以历史遗留 

物——哲学文本为媒介，其理解或者解释的对象乃是文本原作者的意图而非这个表达式 

本身蕴涵的真理性内容。换言之，理解和解释就是要发掘文本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境和个 

人遭际中的心理反应或者心智活动，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还原到特定的情境和遭遇中，找 

寻其特殊的对象和指涉。经过这样一个还原的处理之后，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产物的思想 

和学说的特殊性凸显出来。这样，是非得失的批评也就是以历史的标准进行而不再涉及 

任何超越的价值。其次，作为解释者的今人和作为被解释者的古人在时空上存在巨大的 

差距。而理解和解释工作所要面对的首先就是巨大的时空差距形成的张力。解释者要达 

到作者的意图，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对于文本作者所处历史环境和个人生活背景的重 

建，这种重建不是局部的和片段的——不止是对作者创作文本的直接的明显的因素进行 

重构，而是包括作者所处的整个时代状况以及对所有和作者的创作可能有关的间接的因 

素进行整体重构。不但如此，解释者的解释行为还必须在摆脱解释者境域之后才能进 

行。也就是说，解释者的当前境域完全可能使文本对解释者有完全不同于作者本意的呈 

现，既然解释的目的在于重构作者的意图而不是达到文本的真理性内容，当前境域就是 

达到有效解释必须排除的障碍。再次，有效解释 (这里指符合作者本意的解释)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解释者在重构的历史情境和生活场景中对文本进行的再创作。这种对解释过 

程的理解预设了一个前提：历史情境可以重构，创作的心理过程也可以重构，而且在相 

同的背景之下必然会有相同的心理过程发生。 

当我们用上述标准去衡量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一书时，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冯 

著与陈寅恪心目中理想的哲学史著作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冯友兰说：“吾人本亦可以 

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 

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亦无 

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 ，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 

上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学问之关系，未 

易知也。若指而为哲学 ，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 

学史之作也。”可见 ，冯友兰所要做的工作是使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 (之一部分)取得 

现代学术的形态，而这一目标使得他的工作不得不借助于 (现代)西方的概念工具和分 

析方法。既然借助西洋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那就无法完全做到对古代经典产生的环境 

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的重构，而这恰恰就是陈寅恪所批评的 “依其 自身所遭际之时代， 

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陈认为用上述方法 “所著之 

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也。其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 

愈远。”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思想 (哲学)史观念，可能还更多的包 

含着中国的经典解释传统与现代学术观念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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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举从孟子、章学诚到陈寅恪在经典解释问题上一脉相承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我们 

把中国经典解释经验简单的归结为这样一个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解释 

传统——至少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另外一个道家背景的 “得j尊忘言”的解释方法以及它在 

历代经典解释中产生的深刻影响——这里只是强调作为传统学术精神的现代阐述．陈寅 

恪的思想史观与自觉表现学术现代性的冯友兰哲学史观念的对立。同样的对立我们在西 

方解释学发展的历程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形。 

冯友兰对哲学 (思想)史的写作有着同时代其他学者——除了胡适以外——所不具 

备的方法论自觉。撇开他曾经两易其史不说，单就他对于哲学史作法而言．就曾先后有 

过叙述式的哲学史和选录式的哲学史、照着讲的哲学史和接着讲的哲学史、抽象象意义 

和具体意义的划分等等许多论述。这些论述发表于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议题 ，表面 

上看内容也互不统属，实际上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旨趣。 

冯友兰并不反对 “知人论世”，但他认为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 ，无论是写法还是关 

注的问题自有与一般史学不同的特点。在其 《中国哲学史>的 <绪论>中，冯友兰区分 

了叙述式的哲学史和选录式的哲学史： 

写的哲学史约有两种体裁：一为叙述式的，一为选录式的。西洋人所写之哲学史， 

多为叙述式的。用此方式，哲学家可尽量叙述其所见之哲学史。但其弊则读者若仅读此 

书，即不能与原来史料相接触。易为哲学史家之见所弊：且对于哲学家所叙述亦不易有 

明确的了解。中国人所写此类之书皆为选录式的：如 <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即黄 

梨洲所著之宋、元、明哲学史；《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即姚鼐、曾国藩所著之 

中国文学史也。用此方法，哲学史家文学史家选录各哲学家文学家原来著作；于选录之 

际，选录者之主观的见解，自然亦需搀人，然读者得直接与原来史料相接触，对于其研 

究之哲学史或文学史，易得较明确的知识。惟用此种方式，哲学家或文学家之所见，不 

易有系统的表现．读者不易知之。 

冯友兰两种哲学史区分的背后实际上预设了两种解释效果的区分：解释的客观性和 

解释的有效性。在冯友兰看来，解释的有效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客观性。我之所以这样认 

为乃是基于他对于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做出的 “接着讲”和 “照着讲”的区分： 

讲哲学则必须从哲学史讲起，学哲学亦必须从哲学史学起讲哲学都是 “接着”哲学 

史讲的底。专就历史方面说，我们可以说讲任何一门学问，都是 “接着”它的历史讲 

底。即科学也不能例外。 

接着中国哲学史讲，而不是照着中国哲学史讲。照着哲学史讲，所讲的是哲学史而 

不是哲学。(《论民族哲学》) 

对于什么是 “接着”讲，冯友兰有明确的论述： 

他的哲学对以前底哲学必有批评，必有反对。就他的哲学的发展说，这些批评反对 

即是他的哲学的开端，就哲学的继续说，这些批评反对就是他的哲学 “接着”哲学史的 

地方。(《论民族哲学》) 

哲学史家对以往的哲学文本进行解释的过程必须是以自己的哲学观念为基础，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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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反对 ，实际上都是自己哲学思想的展开，也是他的哲学接着哲学史的地方。换言 

之，要使哲学史家的解释成为哲学的解释，就必须以解释者自己的哲学为基础，有所批 

评，有所反对，这样的解释才是有效的解释。否则 ，即使最大限度的展现了以往哲学家 

的真实思想那也仅仅是具有了客观性， “所讲的是哲学史 (具有客观性)而不是哲学 

(具有有效性)” 

依据客观性和有效性的划分，冯友兰也许会认为：西洋人哲学史的写作方式，即所 

谓叙述式的哲学史，其优点在于明确表达了作者于哲学史之所见 (其所见之哲学史)， 

解释具有有效性；其缺点在于读者没有接触原始材料，容易以哲学史家所见为是，解释 

的客观性要受到怀疑。而按照中国学术传统写作的哲学史，即所谓选录式的哲学史，其 

优点在于读者能够接触到原始材料而获得比较明确的知识，解释更多客观性；其缺陷在 

于哲学家之所见不大可能有系统表现，因而缺乏哲学解释特有的有效性。冯友兰意识到 

哲学史作为一种解释活动，其有效性和客观性之问的张力，在 <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中 

他力图使二者取得某种平衡——即不牺牲客观性的前提下追求有效性。 

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对哲学史只要能 “接着讲”就一定具有有效性 ，也只有接着讲 

才具有有效性。但是，“照着讲”是不是一定就具有客观性呢?对于这一点他始终不能 

肯定。如前所引：即使在他认为具有更多客观性的选录式的哲学史中 “选录者之主观的 

见解，自然亦需搀人”，因而也难以确定其是否真正客观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客观性。 

既然在哲学史写作中或者说哲学文本的解读中能否达到客观性是不确定的，那么解释活 

动有效性的追求就被凸现出来了。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晚年对 “抽象的继承”的强调 

上： 

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做全面的了解 ，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 

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过去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命题差不多 

完全注意它们底抽象意义，这当然是不对的。近几年来我们才发现这些命题的具体意 

义。当然，注意具体意义是对的，但是只注意具体意义就不对了。在了解哲学史中的某 

些哲学命题时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这些哲学家所处的具体 

社会情况直接关系的，但它们的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面也是不全面的。 

(《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冯友兰提出 “抽象的继承”自然有其原因：“我们近几年来 ，在中国哲学史底教学 

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否定的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 

能否做到 “抽象的继承”是在 “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为了说明抽象 

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区分，冯友兰举出很多例子：比如孔子日 “学而时习之 ，不亦乐乎”， 

其具体意义即孔子所指乃是对诗书礼乐时，而其抽象意义指可以应用于一切学习的态 

度；又比如孑L子日 “节用而爱人”的人，具体意义是指西周的贵族 ，而其抽象意义则可 

以泛指一切人。 

抛开提出 “抽象的继承”的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在其早期就已经困 

扰冯友兰的哲学解释的有效性与客观性的问题依然若隐若现。所谓注意哲学命题的具体 

意义是指对于哲学命题做完全历史的处理，指实它产生的社会环境，探索文本作者如是 

表述的真实动机和确实指向。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可以采用语言文字的训诂和社会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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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两种手段，前者可以可以考释出命题语言的确切知识而后者可以为作者重构生存的 

背景。在给定背景之下对我们对之有确切语言知识的命题进行分析，这实际上是一种还 

原。用这样一种还原的方法我们固然然可以达到对哲学命题尽可能客观的了解，但是它 

对于解释者自身哲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所谓注意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 

是指对于哲学命题做形而上的处理，指出它具有的超越它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 

对于不同时间和空间普遍有效的超越价值。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就不能仅仅拘泥于语言文 

字的本来意义，更不能过分强调文本作者特定的生活处境和个体遭遇。强调哲学命题的 

抽象意义时，解释者本人的哲学观念必然发挥作用，而哲学命题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意义 

也会作用于——或许会成为解释者本人哲学观念的一部分。这样的解释必然是有效的解 

释，但其客观性必然受到广泛质疑。在这样一个两难境遇中，冯友兰本人无论从情感上 

还是价值上似乎都更倾向于抽象意义的发挥——如他所言：“过去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史 

中有些命题差不多完全注意它们底抽象意义”。虽然他也说 “这是不对的”，“了解哲学 

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时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们宁愿把它看成 

当时特殊氛围下所作的政治的表态而非学术观点的阐释。 

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的划分完全可以转换成一个解释学的问题 ，即解释 

或者理解的对象究竟是文本作者的真实意图 (意指)还是文本本身蕴涵的真理性内容。 

通过这一转换，我们得以看出冯友兰 “抽象的继承”和陈寅恪 “了解的同情”在解释学 

层面的对立之所在。 

如果我们把 “了解的同情”和 “抽象的继承”都转换成解释学的问题，我们可以看 

出他们至少存在三个方面是根本对立的：第一：关于理解或者解释的对象，陈寅恪认为 

应该是作者的意图；冯友兰承认作者的意图固然重要，但是文本本身的真理性内涵才更 

具根本性。第二：关于理解或者解释的方法，陈寅恪认为应该首先是由解释者境域的转 

换到被解释者的境遇，解释活动才能有效进行；而冯友兰认为解释活动必须从解释者本 

人境域出发。第三：关于解释活动的有效性或者意义，陈寅恪认为应该是在被解释者境 

域对文本的再创作和再理解；而冯友兰则认为应该是发掘哲学文本的超越性价值 (抽象 

的意义)。而这三个方面的对立恰好可以对应西方解释学第二次飞跃的理论线索。 

保罗·利科认为西方解释学的历史曾经有过两次飞跃：第一次是从局部解释学演变 

为一般诠释学的飞跃，关键人物是施莱尔马赫；第二次飞跃是解释学由认识论演变成本 

体论，关键人物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是继承海德格尔人存本体论发展而 

来。作为解释学发展历史中的关键人物，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和更倾向于中国 

传统的解释理论的陈寅恪思想史观有相似之处。 

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首先必须回答这样两个问题：解释的过程是什么?解释何以可 

能? 

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定义为 “避免误解的艺术”，“那里有误解 ，那里就有解释”是他 

的名言。所谓 “误解”实际上就是指超出了 (并不一定完全违背)作者原意的解读。也 

就是说施莱尔马赫在这里对理解活动许可的范围作出了限制和设定了标准。施莱尔马赫 

2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社会科学版) 二oo五年第二期 

认为理解的对象和理解的过程是不同的，前者应该被还原到产生它的历史语境之中而和 

后者区分开来；同样，作者的个人意图和作品的可能意涵也是不同的，解释的有效性取 

决于能否达到前者而非后者。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的思想或者意向，所谓解释就是重构 

作者的思想或者意向。重要的不是文本中究竟蕴涵着什么，而是作者想通过文本表达什 

么。为了探索作者究竟通过文本表达了什么，我们可以进行两种重建：我们应该对语言 

具有象作者所使用的那种知识；我们应该具有作者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的知识。如果我 

们既拥有了和作者一样甚至更多的关于作者的知识 ，又能在处境上、心态上和作者处于 

同一层次，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可能重新构建出作者的思想、动机和目的。如果文本是作 

者生命活动的表现，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重建达到了作者的生命。 

施莱尔马赫在 《l8l99年演讲纲要》里说：“解释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按照现代的思想 

去理解古代的文本，而是要重新认识作者和他的听众之间的原始关系。”这恰恰可以和 

陈寅恪对 “依其 自身所遭际之时代 ，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 ，以推测解释古人之 

意志”的批评以及强调要对 “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要有 “真了解”互为注脚。陈寅 

恪和施莱尔马赫认定的都是一种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但假定了思想为环 

境的产物，而且假定了同样的历史环境或者个体处境必然产生同样的思维过程和心理体 

验。它强调了文本意义的特殊性而否认解释可以寻找一种共通感或者能被不同时空的人 

们共同分享的东西。文本的意义既然被认定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语境是一种因果关 

系，那么解释的重构就是了对于这一因果链条的还原。 

至于有效解释的可能性条件，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解释者可以 

通过某种方式使自己置身于文本作者的位置。按照陈寅恪的表述，就是 “神游冥想，与 

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样就能对文本作者 “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了解之同情”。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和理解之所以必要和可能，就在于解释者和 

文本作者处于不同的时问和空间之中，因而必然是有差别的，但是这种差别并非不能克 

服。正是因为这种差别的存在，所以必然产生误解，因而有解释的必要；正是因为这种 

差别可能消除，所以解释才会有效进行。解释者和被解释者的时候差别可以消除，这就 

意味着解释者可以通过某种途径由当前视域转换到被解释者的视域。这种视域的转换理 

所当然的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解释者可以完全脱离或者排除当前境遇对解释过程的影 

响。——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施莱尔马赫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分歧还是陈寅恪和 

冯有兰的不同，焦点都在这里。 

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有着非常复杂的蕴涵，而其对于解释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 

强调了理解和解释的境缘性以及提出了理解的前结构这一重要概念。海德格尔认为，境 

缘性是理饵的本质基础：“境缘性是此之在活动于其中的生存论结构之一。”“境缘性向 

来就有其理解 ，即使境缘性抑制着理解。理解总是带着境缘性的理解。”在海德格尔看 

来，理解和解释从不是没有任何前提的把握被给定的事物，而是在某种理解的前结构的 

作用下进行的活动。这种理解的前结构就是所谓前理解。“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来 

加以理解，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来起作用的。”“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 

必然有这种先人之见。作为随着解释就已 ‘经设定了’的东西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 

说，是在先有、先见和先把握中给定了的。”先有是指此在与存在在境缘性作用下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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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占有关系；先见是指理解和解释活动具有的先行立场和判断；先把握则是指对理解活 

动的筹划和预期。先有、先见和先把握构成的前结构就是前理解。通过强调境缘性，海 

德格尔否定了任何摆脱解释者当前视域的可能；而通过前理解概念的提出，海德格尔肯 

定了解释者当前视域在理解活动中的积极意义。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冯友兰哲学史观念与现代西方解释学哲学的相通之处。如前文 

所引，当冯友兰把哲学史区分为叙述式和选录式的时候，也涉及到对前理解的看法。叙 

述式的哲学史最大的缺陷就在于读者容易为哲学史家的意见所蔽，这说明解释者的前理 

解过度参与，使得解释的客观性受到质疑；而即使是选录式的哲学史，选录者的主观见 

解也会参与选录过程之中，这时候作为解释的选录活动中仍然有解释者的前理解渗透其 

中。由此可见，和陈寅恪不同，冯友兰否定了解释者可以摆脱自身当前视域而完全转换 

到文本作者的视域。不仅如此，冯友兰对什么是 “接着讲”的论述还在某种程度上肯定 

了做为前理解的先见和先把握对哲学解释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冯友兰看来：在哲 

学解释活动中，解释者观念的主观参与，对以往哲学有所批评、有所反对，这样的解释 

才是哲学的解释，才能成为有创造性的解释。在冯友兰看来：解释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创 

造性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有前理解充分参与的创造性解释才是真正有效的解释 
— —

而陈寅恪和施莱尔马赫认定的有效解释都是指复原了作者意图的解释。换言之，他 

们是以是否 “客观”作为判断解释有效性的标准。如果我们引进伽达默尔作为参照，它 

们的区别就更加凸显出来。 

伽达默尔写道：“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实际 

上，理解并不是更好的理解，不管这种理解是由于有更清楚的概念因而有更完善的知识 

这种意思，还是因为有意识性对于创造的无意识性具有基本优越性这个意思。我们只消 

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这就够了。”伽达默 

尔反对把理解和解释当成一种文本作者原意的复制行为，实际上是反对这样一种假定， 

即文本中有这样一种只是依赖于作者而不是解释者的意义本身。他批评那种认为文本作 

者的原意可以无限接近的看法是一种天真的想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陷入某种相对主义 

或者主观主义。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文本作为传承物有它自己的生命和价值。在每一 

个时代面对不同的问题它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带着不同的问题对文本不断的重新理解重 

新解释，而文本也面对不同的问题而以不同的方式显示自己。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视于 

域融合的过程。解释学包含了一个问答结构。 “某个传承下来的文本成为解释的对象， 

这已经意味着该文本对解释者提出一个问题。所以，解释经常包含着与提给我们的问题 

的本质关联。理解一个文本，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文本包含着问题，问题又与它的对 

象有某种本质关联。把握了这种本质关联，也就理解了文本。这样，解释行为的最终指 

向就是发掘文本潜藏的真理性内容。 

尽管冯友兰没有如此清晰的讨论过解释问题，但是他对 “抽象的继承”的看法中无 

疑包含或者认可了伽达默尔对解释的论述。无论是 “接着讲”还是 “抽象意义”的强 

调，都表明冯有兰认定作为传承物的哲学文本具有超越任何时空的真理性内容。对于真 

理性内容肯定的同时他反对历史还原论的做法。把一个哲学命题区分为抽象和具体两部 

分，实际上是把他区分了当它分属于哲学和历史两个场域时的不同显示。这样，在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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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解释活动中我们就可以忽略或者剥离他的历史属性，使它面对解释者的问题重新 

显现。这样，解释者的期待、筹划和文本的显现之间，以及解释者和文本的相互提问和 

回答之间，就会不断的发生视域的融合。这里我们再一次观察到冯友兰力图在哲学史写 

作中剥离的文本的具体，恰好是陈寅恪强调并力图重建的历史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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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ding Sympathetically and Inheriting Abstractly 

— — hlspect two Concep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View of Hermeneutic 

【AI 喇 】Chen Yitrlue comiders that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should be based on comprehending the 

0bj鲫 sympathetically，while Feng Youlan emphasizes the proposition of ancient p|Iil06ophy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material m嘲Iling and the abstract meaning． In the view of Hermeneutic， 111e former thinks the 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 is restrueting the author’s intention，the tatter considers the 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 bases Oil opening out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text．rI1le former opinion is the modem form of one tra&tion of Chinese interpretation that is 

called“understand the舢 ， understand his lime ”， and approximates to epistemolngical Hermeneu c：the latter 

opinion based Oil the tho,~ht of responding to the academic modernity
， which call communicate t}l ontological 

Hem,mneu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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